
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民 俗 研 究 Ｎｏ．６，２０２２
总第１６６期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１６６

民俗志的历史发展与文体特征

王霄冰　陈科锦

　　摘　要：“民俗志”就其文本形式、记述内容和功能而言，具有浓郁的中国本土特色。中国古
代不仅有“民俗志”的概念，而且有着悠久的民俗书写传统。古代的民俗记录大体上可分为史志
类和笔记类两大体例。前者以方志民俗志为代表，其特点是范式化的写作和作者的隐身；后者
则以文人笔记为主，其中“我”的在场、深刻的主观感受性和平民视角，都与现代民俗志的理念不
谋而合。随着２０世纪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又形成了史志民俗志、科学民俗志和传播民俗志三种
类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书写范式的反思与新型民俗志的写作实践，不仅是对当前民俗学学术
理念的回应，还显示出了回归中国本土民俗志诗学传统的迹象。
关键词：民俗志；风俗志；地方志；文人笔记；民俗志诗学

民俗学、民族学与人类学都是以民众群体及其所创造的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经验性科学，

并共享同一套田野作业的方法，其成果形式———民族志和民俗志，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写文
化”大讨论围绕民族志作品的生产，揭示了人类学家通过修辞塑造话语的过程。①民俗学界有关民
俗志书写范式的理论探索也具有“写文化”式的反思性，但总体来讲，从中国本土的民俗书写传统
出发，对民俗志作品的形态发展及其内涵、功能与形式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这大约是民俗学
长期以来在理论上过于依赖人类学、缺乏学科本位意识所致。

我国古代书写民俗的作品文体形态丰富多元，要想对中国民俗志的历史发展及其风格特征进
行宏观考察，就不能不借鉴历史学和文艺学的一些学术概念和理论视角。例如“文体”，就是一个
文学研究的概念。它不仅指文章的体裁，还包括文类的章法结构、语言形式、精神气质和风格特征
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倾注着书写者思想意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话语秩序。②文本书写和文
体创造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决定了形式，形式反过来也影响着内容的表达。③借用这样的思
路来研究民俗志作品，就需要把民俗资料内容、体裁形式、书写者意图乃至思想史背景等综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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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民俗志仅限于以文字为载体的民俗志作品，暂未将图像或影像

类的民俗志纳入考察范围之中。

一、民俗志的概念与理论反思

学界一般认为“民俗志”是由钟敬文在改革开放后率先提出的。但准确地说，钟敬文并非该词

的发明者。通过检索爱如生中国方志库，可查询有７部元明清方志用“民俗志”命名其门类或子目

（见表１）。民国时期，有人在《民俗》周刊等刊物上发表过《琼崖岛民俗志》《广州民俗志》等长文。②

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出版过一批以“民俗志”冠名的书籍；１９３９年，日本学界还进行过

有关民俗志形态问题的讨论。③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民俗志再次引起日本同仁的关注，日本民俗学

会会刊在１９７７年曾发表过一期专门讨论“民俗志”的特辑。④ 因此，钟敬文对“民俗志”的学术界定

很可能是受到日本民俗学的影响，他本人的贡献则是将“民俗志”作为中国民俗学学科的术语进行

定义和阐述，确定了它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表１　元明清三代含有“民俗志”门类的地方志

序号 地方志 民俗志门类 下设子目

１ 至大《金陵新志》 卷８为“民俗志”专卷 户口、风俗

２ 万历《雷州府志》 卷５为“民俗志”专卷 习尚、言语、居处、节序

３ 万历《儋州志》 天集设“民俗志”等门类 习尚、言语、居食、节序

４ 康熙《文水县志》 卷３为“民俗志”专卷 户口、风俗、节序、市集

５ 康熙《海康县志》 上卷设“民俗志”等门类 习尚、言语、居处、节序

６ 康熙《遂溪县志》 卷１设“民俗志”等门类 习尚、言语、居处、节序

７ 光绪《文水县志》 卷３为“民俗志”专卷 户口、民居、坊都、风俗、节序、市集、庙会、方言

在钟敬文构拟的民俗学的学科体系中，民俗志与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

论、民俗资料学并列为民俗学的六个方面。他把民俗志定义为“对全国、全民族、或某一地区的民

俗事象进行科学记述的作品”，其“主要特点是记叙的，或者说是描述的”，作用是为民俗学研究提

供资料。⑤ 在１９９９年出版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钟敬文把民俗志看成是“记录民俗学”，学者

通过田野作业、民俗史料甄别的方式来搜集民俗事象资料，再用理论的思维对资料进行安排、叙

述，撰写成再现民众文化的民俗志。⑥ 正如王杰文所言，“钟先生对于‘民俗志’概念的论述得到民

俗学界内外同仁的普遍认可。从此，‘民俗志’这一术语，不仅仅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广泛使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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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作为民俗文化学的基础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民俗学派的一个基本特征”①。

钟敬文之后，刘铁梁、董晓萍等学者把人类学的民族志理论和社区研究范式应用于民俗学，开

始琢磨如何把民俗志当成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来使用。刘铁梁在１９９８年发表的《民俗志研究方式与

问题意识》一文中，把民俗志定义为“记录、描述、说明和解释民俗现象的一类研究成果形式，而撰

写民俗志可以说是民俗学家比较独特的研究方式”。他指出，撰写民俗志，一般都需要进行民俗学

田野作业来搜集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已经通过多种手段被调查者在实地理解过、研究过，调查者在

田野作业中还会产生个人主观方面的疑问、感想、体验，因此：“所谓民俗志不单是为别人的研究提

供资料，它自身还是一种复杂研究过程和认识表达方式。由于它是直接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

现实中的民俗———进行实地研究的结果，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正是民俗志的研究和撰写首先代

表了民俗学学科的根本特征，甚至是关系着学理能否向前发展的基本的研究方式。”②董晓萍同样

强调了科学、系统的田野调查对于民俗志写作的意义。她在２００３年出版的专著《田野民俗志》中对

“文献民俗志”与“田野民俗志”进行了区分，指出“田野民俗志的工作过程是民俗学田野作业，撰写

成品是民俗志，成果形态是学术资料系统和理论阐释的双重产品”③。

进入２１世纪，从民俗学学科立场出发，对民俗志书写范式的讨论形成一股热潮。④ 学者们的

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

（一）强调“语境”和对生活文化的整体性书写

在民俗文化的呈现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应以整体的生活文化与生活世界代替分门别类的

和条目化、碎片化的民俗事象，提倡书写“语境中的民俗”⑤、从叙述民俗事象与事件到揭示内在的、

深层次的民俗关系⑥。刘铁梁结合其主编的《中国民俗文化志》的编纂实践，最早提出了“标志性文

化统领式民俗志”的概念，即通过着重调查和书写那些具有代表性且能反映文化中诸多关系的文

化事象，建立起“民俗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和互释性”，以体现地方民俗的整体特征。⑦ 王杰文也建议

书写者要对各个条目下民俗事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相互印证、勾连记录，书写过程化的民俗活

动。⑧ 黄涛则从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理论中归纳出时间、空间、事件、心理、功能、背景六要素，系统

论述了对地方志民俗专卷书写范式进行适度革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⑨

（二）提倡话语权力的让渡和地方性的塑造

如何从地方环境和生态出发把握当地人对地方空间、边界、时间、情境的感受、理解与认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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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隶属于特定区域及其民众群体的民俗，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① 民俗学调查和民俗志

写作被视为支持广大民众实现文化话语权的一种实践方式。② 万建中的“让当地人说话”③、刘铁梁

的“交流式民俗志”④、张士闪的“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⑤等理念都特别强调了学者所应秉持的民

间立场，倡导民俗学者与地方民众的交流、对话与协商。万建中更是建议破除“学者－当地人”二

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避免用学术标准去衡量一切民俗书写，呼吁学界正视民俗书写主体的多元性，

尊重和学习出自地方人士之手的草根民俗志的独特范式和地域风格。⑥ 董秀团则以云南大学“村

民日志”项目中的李绚金日志为个案，具体分析了地方精英民俗志书写的特点、优势与局限，肯定

了这一书写模式的学术与社会价值。⑦

（三）注重对书写主体与民俗主体的呈现

传统民俗志的叙述模式常被民俗学者们批评为是“无主体的叙述”，它一方面是指民俗志中缺

乏民众个体的叙述，另一方面是指民俗志作者为了标榜客观和科学而将自己隐身。对此，万建中

主张，民俗志书写应当关注人的行动过程即生活体验和情感，尤其关注个体的民俗生活经验，撰写

出个人的生活传记。⑧ 刘铁梁也提倡书写集体叙事与个人叙事相交织的民俗志，认为被研究对象

的个人叙事阐释了人们对自身生活与文化的理解。⑨ 黄龙光则提议民俗学者在书写民俗志时应让

自己进入文本，将书写者本人在具体语境下与民俗主体沟通和协调的过程写入民俗志，以此表明

学者的“田野在场”，同时也让民俗主体“浮出水面”。�10

（四）探讨民俗志的文学性与诗性特征

施爱东指出，民俗学不仅是社会学，更应是文学和历史学。�11 不少学者认为民俗志应提升其文

学性与诗性气质。如万建中建议关注民俗中的故事与偶然事件，使用情节化的叙事方式。�12 程安

霞认为应探索融严谨性和生动性、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书写路子。�13 黄龙光进一步提出了“民

俗志诗学”的理念，建议民俗学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文体修辞和叙事风格进行个性化的处理。他

写道，“民俗是民族文化中最外显、最具表征力，最能打动人心，最富含浓情厚意的人文符号体系”，

因此“相比民族志，民俗志书写更应有明显的诗学（ｐｏｅｔｉｃｓ）特征”；民俗志的诗学是“民众表述风格

的再现，民间话语方式的呈现”，“是一种人性化的，平实无华的文化叙述，它娓娓道来，富含人情

味，而又透露出朴实的美学和诗学特质。在娓娓道来叙述民俗的同时，我们不为获得形式上的美

学和诗学修辞效果，而丧失对民俗志研究之真而追问和探索，民俗志诗学应包裹和围绕着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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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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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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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梁：《文化巨变时代的新式民俗志———〈中国民俗文化志〉总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６期；刘宗迪：
《民俗志与时空观的地方性》，《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１期；黄涛：《关于民俗志深入描写的一些初步设想》，《民间文化论坛》

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刘铁梁：《城市化过程中的民俗学田野作业》，《文化遗产》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万建中：《民俗田野作业：让当地人说话》，《民族艺术》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刘铁梁：《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民俗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张士闪：《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民俗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万建中：《民俗书写主体还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民族艺术》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董秀团：《地方精英民俗志书写的可能性及反思———以云南大理石龙村李绚金村民日志为例》，《民俗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万建中：《民俗志写作的缺陷与应有的追求》，《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刘铁梁：《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民俗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黄龙光：《民俗志及其书写》，《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施爱东：《讲故事的民俗学：非常事件的正常解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万建中：《民俗志写作的缺陷与应有的追求》，《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程安霞：《关于民俗志书写的几点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理论主线展开”。①

综合来看，这些先行成果从现代的学术理念出发，常常将民俗志视为一种均质的文体加以批

判和反思，从而忽略了民俗志文体类型的多样性和书写主体的多元性。学者们大多从人类学的民

族志书写理论推演到民俗志，较少结合民俗书写的本土传统来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既然

“民俗志”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本土概念，或者说民俗书写是孕育于东亚文明的一种古老传统，我们

就有必要回到从古至今的各种民俗书写作品中去认识民俗志。学界此前也有一些针对历史民俗

文献的研究成果②，但总体来说还缺乏系统的研究，未能就民俗志的形式、功能、体例和文体特征及

其发展变化展开全面的考察和理论总结。

二、传统民俗志的类型与文体特征

我国的民俗书写传统可追溯至先秦典籍文献对于民俗的记载，体系化的民俗记录可分为史志

类与笔记类两大类型。前者的代表文类有“风俗志”“风土志”“风物志”“地理志”等，后者以文人笔

记为主。古代的“风俗”概念虽与现代学术概念中的“民俗”有所不同，但其内涵都指向了社会生活

模式、惯习、风气与民众心理等。为此，本文将悬置“风俗”与“民俗”概念背后的观念与语境之别，

而将二者放置于地方性的民间文化这一大的概念框架下加以整合和梳理。

（一）史志类民俗志

就体系之完备、规模之浩大而言，地方志所记载的民俗资料在民俗文献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是史志类民俗志的典型代表。张紫晨在《中国民俗史》一书中使用了“方志民俗学”的概念，并用一

章的篇幅介绍了方志中民俗记录的体例和内容，共有四种形式：（１）在记述山川、地理、建置时提及

神话传说与风土人情；（２）在叙述历史、地理、人物时兼记风俗现象；（３）在志书中单设“风俗”条目

或子目；（４）将风俗列为专卷，扩大记述的内容和篇幅。③

有历史地理学家与方志学家认为，方志起源于两汉时期由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地理著作汇合

而成的地记。④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割据的豪强世族利用地记来标榜门第的高贵与郡望的优越，

形成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修志高潮。我们所熟知的《风土记》便是诞生于这一时代的地记，作者周处

是东吴吴郡阳羡的世家子弟。

地记的体例一般为细目并列，内容广泛、零散而没有定式，反映的是一种博物（博通）的知识修

养。其表现方式是一种认知性记述，即对各种地理物象的知识要素做出存在性描述，语句短小简

练，语言体式不事雕琢却也不乏审美性。有时，为了介绍地理物象，作者还会引用俗语，穿插神话

传说故事，提及地方岁时风俗事象。不同的地记对民俗的描述细致程度不尽相同：一些作品只是

在记录地理物象时顺便提及与之相关的民俗事象名目，不对后者展开叙述；而类似于《风土记》这

种同时以地理和文化事象为认知对象的作品，则会用较多的笔墨介绍、描述民俗事象以及人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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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黄龙光：《民俗志及其书写》，《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例如，张勃：《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李传军：《汉唐风土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赵云
彩：《中国古代家乡民俗志书写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张勃：《〈帝京景物略〉中的岁时民俗记述研究———兼及对当代民
俗志书写的一点思考》，《民俗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安德明：《对象化的乡愁：中国传统民俗志中的“家乡”观念与表达策略》，《民
间文化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２期；董德英：《记忆、认同与想象：南北宋之际的岁时民俗文献书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３４－３５７页。

史念海：《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论方志中史与志的关系》，史念海、曹尔琴：《方志刍议》，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２０、

３４－５０页；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０－７８页。



中的行为活动，有时还会辨析其历史渊源。①

隋唐五代是方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兴起了一种名为“图经”的著作。当时的图经无一完整流

传于世，据史志学家们考证，图经的卷首冠以各种地图，主体是对疆域、建置、户口、物产、赋税、地

理、民情等的文字介绍。这种著作虽早见于东汉，但直到隋唐中央集权再度加强时才成为主流，中

央王朝通过图经了解各地民风政情和山川形势，遂形成了各州郡定期编纂和上报的制度，并由此

开启了官方大规模修志的传统。② 《五代会要·职方》记载了编纂图经的要求：“其间或有古今事

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漏略，限至年终进纳。”③从《汉唐方志辑佚》中保

存的零散条目来看，其中有关风俗的记载比较简要，如唐代《邕州图经》：“俗俭啬浇薄，内险外蠢，

椎髻跣足，尚鸡卜及卵卜，提 箕踞”“乡村之俗，多戴白巾”。④

在北宋《吴郡图经续记》中，“风俗”已作为独立的部分而存在于首卷中，与其他１４类细目平行

列入。⑤ 这一时期的地记作品虽然产出不多，但在内容上陆续增加了艺文、守令、进士题名等条目，

体例上逐渐接近于后世定型的方志。到南宋时，图经、地记进一步融合，二者大多都称“志”，实现

了名称的统一。随着新儒学勃兴、史学昌盛和科举官僚崛起，地方士绅越来越热心于图经和地记

的编纂，增加了许多人文内容，以发挥其资治与教化功能，最终形成了以地理、职官、选举、人物、艺

文五大部分内容为核心的方志标准。在体例上，宋代志书发展出了纲目体和史志体两种形式。⑥

民俗相关内容在其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突显。《宋元方志丛刊》所收录的２９部传世宋代地方志中，

有２１部单设了风俗门类或子目（见表２）。⑦

表２　现存宋代方志中的“风俗”条目⑧

序号 地方志 “风俗”条目所在位置

１ 熙宁《长安志》 卷１平列了“风俗”等条目

２ 元丰《吴郡图经续记》 卷上平列了“风俗”等条目

３ 乾道《临安志》 卷２平列了“风俗”等条目

４ 乾道《四明图经》 卷１平列了“风俗”等条目

５ 淳熙《新安志》＊
卷１“州郡”下设子目：沿革、分野、风俗、封建、境土、治所、城社、道路、户口、姓氏、坊

市、官府、庙学、贡院、放生池、馆驿、仓库、刑狱、营寨、邮传、祠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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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翠叶：《汉魏六朝地记之文体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１－６７页；王琳：《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的结合》，《文史
哲》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张帆帆：《六朝扬州地记之物类记述及其文学性探论》，《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４４－１６４页；吕志毅：《方志学史（修订本）》，河北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７年，第７４页；赵贞：《论唐代〈图经〉的编修》，《史学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王溥：《五代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５４页。

刘纬毅辑：《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３６页。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

桂始馨：《宋代方志考证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４２８、４９７、４９９－５０６、５３８－５５２页。

详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全八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

本表的制作参考了王忠敬对现存南宋地方志风俗门类设置情况所做的列表统计。参见王忠敬：《南宋地方志与风俗观的变
迁———以南宋地方志〈风俗门〉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续表

序号 地方志 “风俗”条目所在位置

６ 淳熙《三山志》＊

卷３９“土俗类一”设子目：土贡、戒谕、谣谶

卷４０“土俗类二”设子目：岁时

卷４１“土俗类三”设子目：物产

卷４２“土俗类四”设子目：物产

７ 淳熙《严州图经》 卷１平列了“风俗”等条目

８ 嘉泰《吴兴志》 卷２０平列了“风俗”等条目

９ 嘉泰《会稽志》 卷１平列了“风俗”等条目

１０ 嘉定《镇江志》 卷３平列了“风俗”等条目

１１ 嘉定《赤城志》＊
卷３６“风土门”设子目：土贡、土产

卷３７“风土门”设子目：土俗

１２ 宝庆《会稽续志》 卷１平列了“风俗”等条目

１３ 宝庆《四明志》＊ 卷１“叙郡上”设子目：沿革表、沿革论、境土、分野、风俗、郡守

１４ 绍定《吴郡志》 卷２“风俗”

１５ 绍定《澉水志》＊ 卷１“地理门”设子目：沿革、风俗、形势、户口、税赋、镇名、镇境、四至八到、水陆路

１６ 淳祐《玉峰志》 卷上平列了“风俗”等条目

１７ 宝祐《仙溪志》 卷１平列了“风俗”等条目

１８ 景定《建康志》＊
卷４２“风土志一”设子目：风俗、民数、灾祥、第宅、土贡、物产

卷４３“风土志二”设子目：古陵、诸墓、义阡

１９ 咸淳《毗陵志》＊ 卷１３“风土”设子目：户口、风俗、土贡、土产

２０ 咸淳《临安志》＊ 卷５８“风土志”设子目：风俗、户口、物产

２１ 咸淳《玉峰续志》 平列了“风俗”等条目

　　说明：打星号的志书结构体式为纲目体，其他均为平列式。

明代首次由官方详细订立方志编纂的凡例，成为编修地方志的重要依据。① 且由于入志内容

大增而不宜平列细目，更多的志书采用分纲列目的结构。关于风俗，永乐十年（１４１２）朝廷颁布的

《修志凡例》“风俗·形势”门规定：“凡天下州县所定疆域、山川，既有间隔，习尚嗜好、民情风俗，不

能无异，宜参以古人之所论，与近日好尚习俗之可见者书之”；永乐十六年（１４１８）颁布的《纂修志书

凡例》“风俗”门则要求“叙前代至今风俗异同”。② 中国方志库收录的５３部明代浙江方志中，单独

设立“风俗”（或“风土”“里俗”等）门类或子目的志书多达５０部，其中近七成使用纲目体，且有２０部

在疆域或舆地门类下设置“风俗”子目。例如，嘉靖《萧山县志·地理志》包含了“沿革”“里至”“形

００１ 民俗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①

②

陈凯：《明代“永乐凡例”的比较研究与特点述评》，《广西地方志》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林衍经：《方志学广论》，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２、５４页。



胜”“山川”“风俗”“城池”“坊巷”“市镇”“古迹”“陵墓”等１０个子目。① 还有２０余部志书单列的风

俗部分的位置一般也与疆域、山川、物产等地理事项接近。不少除概述地方风尚与民众习性之外，

还附有岁时节物、人生礼仪等内容；个别志书的内容尤为丰富，如万历《新昌县志》卷四为《风俗志》

专卷，下设“习尚”“士风”“闺范”“冠”“婚”“丧”“祭”“岁时”“宴饮”“服饰”“宫室”“贵贱”等１２个

细目。②

清代官方亦大力提倡编纂方志，志书整体结构在继承明代基础上有一定发展。在当时文化专

制主义的政策之下，许多文人学者只能通过参与修志来施展才学，促成了方志编纂事业的全盛与

繁荣。在爱如生中国方志库收入的７９部清代浙江方志中，有７８部将风俗单列为门类或子目，且大

多包含岁时节日和婚丧嫁娶的内容。其中部分志书还记录了区域内不同民众群体的习俗，比如乾

隆《诸暨县志》、同治《景宁县志》、光绪《常山县志》都区分了士、农、工、商这四类不同群体，分别介

绍其劳作模式乃至描述由不同劳作模式所塑造的群体特质；浙南丽水一带是畲族聚居区，在同治

《景宁县志》、光绪《遂昌县志》与《龙泉县志》《宣平县志》的风俗部分都附有畲民习俗；绍兴地区的

乾隆《诸暨县志》、嘉庆《山阴县志》、同治《嵊县志》和光绪《余姚县志》，也附有堕民（丐户）这一底层

群体的社会生活；《景宁县志》还分别记述了县境东、南、西、北四方不同的农耕环境条件及其对地

方风气的影响。

随着南宋以来方志体例的定型，方志理论也逐渐走向成熟。关于方志的属性，宋人既有将方

志视为地理之书者，也有将方志看作地方之史者③；清乾嘉时期，地理派与历史派之间的争论尤为

学界所瞩目。④ 相较而言，历史派的主张和史学方法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他们认为，方志具有存

史、资治、教化等经世致用功能，内容应广博而不仅限于地理事项，在写法上要采用史家之笔法，据

事直书，述而不作，详近略远，文字简洁通俗而又不失典雅。⑤ 在风俗记录方面，自西汉《地理书》条

记风俗、东汉《汉书·地理志》详载各地异俗而开地理风俗著述之先河，⑥传统方志大多延续这一做

法，将自然地理条件与地方民众生活、群体精神气质结合起来书写，体现出高丙中所言的“文化生

态志”⑦的特点。从功能和话语角度看，方志的“风俗”部分不仅为了解地方文化提供了资料，它本

身也是“知识建构／权力意识错综其间的场域”⑧，寄寓着儒家文士推行教化、移风易俗、整齐礼仪的

社会理想。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对地方风俗美恶流变的叙述还能反映出国家的大一统进程与中央

政权统治的有效性。⑨

总之，古代史志类民俗志既有忠于事实、叙述简约的优点，又存在因受体例影响而在取材和书

写方面有所局限、且囿于史家笔法而对具体事象描述不够细致等问题，这是我们在利用这类资料

时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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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策修、张烛纂：（嘉靖）《萧山县志》卷一《地理志》，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

田琯纂修：（万历）《新昌县志》卷四《风俗志》，天一阁藏明万历刻本。

桂始馨：《宋代方志考证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５６０－５８２页。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０１－３１３页。

这些主张大多被现代方志学所继承，但现代历史学家（方志学家）认为地方志有别于地方史，有关地方史与地方志之关系的辨析
可参阅史念海：《论方志中史与志的关系》，史念海、曹尔琴：《方志刍议》，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３４－５０页；林衍经：《史志
关系论》，《中国地方志》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吕志毅：《方志学史（修订本》），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３－１７页。

高丙中：《“民俗志”与“民族志”的使用对于民俗学的当下意义》，《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洪健荣：《清代台湾方志的知识学》，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１７５页。
［美］戴思哲：《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１１００－１７００年》，向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５２、９０－９３页；王忠敬：
《南宋地方志与风俗观的变迁———以南宋地方志〈风俗门〉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二）笔记类民俗志

与史志类民俗志的作者多依据传闻或第二手资料、甚至有时信笔而书所不同的是，笔记类民

俗志的作者往往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个人见闻为依据，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

《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宛署杂记》《帝京岁时纪胜》《帝京景物略》《广东新语》《清嘉录》《燕市积

弊》《都市丛谈》《杭俗遗风》《瀛壖杂志》等，有的纯粹是根据作者的回忆写就，有的则建立在作者调

查考证的基础之上。

所谓笔记，就是一种“以记录轶事、异闻、考辨等为主要内容，以助谈、补史、博见为目的，用散

文编写的，呈现出记录性、非系统性、非正统性等特点的私人著述”①。它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诸

子散文和史官记事、记言的传统。② 张智华将笔记分为三种：以塑造人物形象、虚构情节为主的“笔

记小说”、记录闲谈琐记的“笔记文”与记载作者亲历或亲闻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上层社会逸闻轶事

的“史料笔记”。③ 刘叶秋则将魏晋至明清时期的笔记分为“小说故事类”（志怪、轶事小说）、“历史

琐闻类”（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的杂录丛谈）、“考据、辩证类”（读书随笔、札记）三大类。④

经典的笔记类民俗志著作，大多具备“史料笔记”的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具有纪实性和一定的

可信度，可以补正史之不足；二是灵活排布篇章结构；三是使用文笔洒脱自由的散文体，可对事象

做出立体的描述；四是由文人个人独立创作，在纪实性之外兼具文采、情韵和诗性特征。因此，笔

记类民俗志更易获得民俗学者的认同，被认为“能达到现代民俗志书写所要求的高度”⑤，“可以与

民俗志书写的最新追求形成对话关系”⑥。民俗学者习惯并擅长利用这些资料进行民俗史的研

究⑦，但较少去总结它们的文辞表达与叙事策略，反而是来自古代文学领域的学者们为我们提供了

很多值得借鉴的研究案例。结合这些研究，我们试对笔记类民俗志的特点加以总结：

１．基于个人经验的客观记述

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最早开创了回想式的民俗记述文体。到了南宋时期，亡国的悲剧激

发了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兴亡意识，反映在笔记写作之中，就开启了以作者个人视角书写民俗的先

河，“使无名氏的民俗志真正转化为‘我的民俗志’，从描述普遍和通常转为描述具体和个别”⑧。

《东京梦华录》是这一时期笔记类民俗志的典型代表。作者孟元老在北宋都城汴梁度过了前半生，

后随宋室南迁。他在序言中回忆了在繁华京师成长的经历，而后抒发黍离之悲，文中蕴含着讴歌

与缅怀之情杂糅的诗意内核。⑨ 《东京梦华录》的风格为后世文人笔记特别是都市笔记作者所

仿效。

还有一部分笔记民俗志是作者通过资料搜集和调查考证后撰写而成，体例完备、语言严谨，颇

有史家风范，但作为私人著作，又带有鲜明的个人情绪与立场。清初遗民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是

一本引用率相当高的岭南民俗志。作者带着求真的目的来撰写这本书，在创作过程中“考方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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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福清：《关于笔记渊源与特点的思考》，《襄樊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

马茂军：《唐宋笔记文体辨析———为中国古代笔记散文正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张智华：《笔记的类型和特点》，《江海学刊》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页。

万建中：《民俗文献研究的前沿眼光———读张勃〈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民俗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张勃：《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民俗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如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作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萧放：《岁时记与岁时观念：以
〈荆楚岁时记〉为中心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张勃：《〈宛署杂记〉中的岁时民俗记述研究》，李松、张士闪主编：
《节日研究》第２辑，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５－１４５页；董德英：《消费视角下的北宋东京节日生活》，《民俗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５期；毛晓帅：《宋代城市节日风俗的文献考察》，《艺术与民俗》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万建中：《民俗文献研究的前沿眼光———读张勃〈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民俗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刘海霞：《中国古代城市笔记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



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①，与此同时，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屈大均也将他的岭南情怀、时

代感慨和抗争思想寄托于书中，“经常在比较客观地记录广东风物或人物之余，在字里行间或结尾

处发表评论或表达感慨”②。为了加强叙述中的感慨之情，作者还使用“噫嘻”“呜呼”“嗟夫”等语气

词，赋予了《广东新语》独特的文学色彩。

２．文笔生动且富有感受性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采取“不以文饰”、以俗为主、雅俗结合的手法，创造了一种“韵散相间，

短小清新，上下通晓，亦庄亦谐的‘梦华体’，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习俗史地著作的，以城市市

民生活为主流的笔记文学流派”③。孟元老既能娴熟地使用俗言俚语，写尽东京里巷的世俗风情，

又能吟咏对仗工整、富有气势的典雅之辞；他还善于通过写景状物、刻画人物行为与气质来表现气

韵生动的细节。例如描写元宵“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的盛景，尽显色彩之浓烈和华美。

作者融合了视觉感官与主观心理想象，通过联想与比拟，对灯火、草龙、纸人的状态作了生动地描

写。在描写清明节前后万物复苏生长、游人竞相出游的画面时，他写道：“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

睛。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

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寻芳选胜，

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④一片生机盎然的春日景象跃然纸上。

在《东京梦华录》的影响下，后来的笔记民俗志也多有精彩的表达。譬如周密追忆南宋都城临

安的《武林旧事》中的《观潮》，就是一篇生动描绘钱塘江潮奇观、记叙杭州观潮和弄潮竞技习俗的

短文，曾入选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⑤ 明代的《帝京景物略》也使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描绘出了习俗

中不同主体的行为表现、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⑥ 要达到对物象的生动刻画，离不开书写者对物象

的感受与共情，作者只有沉浸于对民俗的回忆或感受之中，方能深刻地体会到生活中的“节物风

流，人情和美”⑦，并把自己的主观体验与想象投射在物象之上，再付诸笔端。当然，笔记类民俗志

的文学修辞是有限度的艺术加工，并不是随性肆意地夸张，在增强表现力的同时，一般不影响所载

内容的真实性与可信度。⑧

３．日常生活视角与平民化特征

与史志类民俗志偏重政教功能所不同的是，文人笔记民俗志比较贴近地方现实生活。《荆楚

岁时记》作为我国专记一地岁时民俗的开山之作，带来了叙述方式的变革，一改之前以《月令》为主

导的、以王政活动为中心的居高临下的政令叙述，转而从一般社会角度看待民众生活中的时间，并

站在民间的角度来叙述岁时节日中人们的行为表现和精神观念。⑨ 宋代以后的笔记在整体上都把

关注点转向日常或当下的人与事，题材广泛，且淡化了教化的意图。�10 这是城市商业繁荣与市民文

化发展的结果。《东京梦华录》就被视为“上承汉唐笔记风土之长，下启宋及宋后笔记小说描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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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潘序”第１页。

左鹏军：《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诗性精神与文化寄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伊永文：《以〈东京梦华录〉为中心的“梦华体”文学》，《求是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孟元老撰，王永宽注译：《东京梦华录》，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０７、１１８－１１９页。

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０－２０３页。

吴承学：《〈帝京景物略〉与竞陵文风》，《学术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张勃：《〈帝京景物略〉中的岁时民俗记述研究———兼及对当代
民俗志书写的一点思考》，《民俗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孟元老撰，王永宽注译：《东京梦华录》，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９页。

马茂军：《唐宋笔记文体辨析———为中国古代笔记散文正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刘师健：《宋代笔记的文体自觉与定性》，《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市繁华与市民日常生活之先河”①。譬如，作者写“京瓦伎艺”，用俗言俚语介绍了７０余位各类艺人

的名号，还不厌其烦地记录了食客点餐和跑堂传菜的热闹场面，散发出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② 晚

清时期，记述北京社会民俗的《燕市积弊》《都市丛谈》，以及系统介绍杭州市民生活、被钟敬文评价

为“吾国二三千年来一部颇不易多得的风俗书”③的《杭俗遗风》，则更加明显地体现出了作者的平

民视角。

三、当代三种类型民俗志的功能与形式

民俗志的写作实践在２０至２１世纪达到了高峰，且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这与

民俗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各级民俗学协会组织的兴起有关，同时也是国家与民众文化自觉的

一种表现。当代的民俗志大致可分为由官方或民间组织推动编修的史志民俗志、以学术为目的的

科学民俗志和以推广宣传地方文化为目的的传播民俗志三种类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

相互影响、互为借鉴的交融趋势。例如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组织各方专家学者编

撰的《中国节日志》，就既带有史志民俗志的特点，又兼备科学民俗志的性质。

（一）史志民俗志

作为对方志民俗志传统的延续，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至今，已有二十多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出版了省级方志民俗志专卷，除个别省份如广东仍用“风俗志”冠名，绝大多数都使用了“民俗志”

的叫法，这显然是受到了民俗学的影响。官方编修的民俗志之外，也有一些由个人或民间社团自

发组织编写的大型民俗志丛书，例如陶立璠总主编的《中国民俗大系》④、中国民俗学会组织编修的

《中华民俗大典》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编修的《中国民俗志》⑥。

当代的史志民俗志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民俗学的学科知识和田野调查方法来采集和编排资料。

据《陕西省志·民俗志》序言介绍，该志书的编纂工作始于民俗学复苏阶段的１９８２年，当时虽然还

没有多少理论和系统民俗志蓝本可供借鉴，但陕西民俗学者仍克服困难，制定了详细的调査提纲，

在全省进行民俗普査。⑦ 《吉林省志·民俗志》由汪玢玲主编，也是兼采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⑧ 在

山东，由山曼、李万鹏、刘德龙、叶涛、刘德增等学者主笔的首部省志分卷民俗志，按照“全面搜集，

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来进行田野调查和处理资料。⑨ 第二部《山东省志·民俗志》的资料搜

集和编纂，则以山东省民俗学会及山东高校的民俗学领域学者、研究生为主，在编写过程中开展了

数十次田野调查。�10

在篇章设计上，史志民俗志普遍采用了民俗学的民俗分类法。《中国民俗大系》《中华民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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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永文：《以〈东京梦华录〉为中心的“梦华体”文学》，《求是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孟元老撰，王永宽注译：《东京梦华录》，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８２、８９－９０页。

钟敬文：《介绍一部六十多年前的风俗书———〈杭俗遗风〉》，萧放编：《钟敬文全集１３：第五卷 历史民俗学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第２６７页。
《中国民俗大系》分省立卷，共３１卷（不含香港、澳门、重庆卷），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华民俗大典》分省立卷，共３５卷（含海外华人１卷），自１９９４年起组织民俗普查和编纂，后因经费问题被搁置。参见段宝林：
《关于〈中华民俗大典〉给季羡林先生的信》，《民间文化与立体思维：兼及艺术规律的探索（下）》，大众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６００页。
《中国民俗志》分县卷立卷，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成果之一，计划出版２０００余卷。首批成果———《中国民俗志·湖北
宜昌市卷》１３部县卷本于２０１４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参见文联社：《〈中国民俗志〉》，中国文联出版社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ｃｌａｐｎｅｔ．ｃ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ｔａｉｌｓ１２＿７６６．ｈｔｍｌ，发布时间：２０１５年３月８日；浏览时间：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７日。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民俗志》，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序”第２页。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民俗志》，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后记”第２７８页。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民俗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编纂说明”。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民俗志：１８４０－２００５（下）》，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编后记”第９９１－９９２页。



典》等由民俗学者发起编修的志书自不待言①，地方史志部门编修民俗志时一般也借鉴民俗学的分

类框架，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来确定体例结构。此外，《安徽省志·民俗志》还专门设有“道德观

念”的相关章节②，《湖南省志·民俗志》的“民风”篇也专门介绍了湖南人的性格心理和精神文化意

象③。在笔者看来，注重地方群体的精神性格与道德风尚是中国本土民俗书写的传统和特色，因此

这两部志书的做法值得提倡。

虽然有少数在民俗学思想指导下编纂的方志民俗志力求围绕标志性文化进行多方面、多角度

的描述④，但这类作品的整体写作风格仍在于记述的全面性、准确性、客观性，其功能在于记录，旨

在为国家和地方的行政管理、文化建设和民俗研究提供资料。史志民俗志不仅尽量广泛覆盖民俗

门类和事象，还将良风美俗与恶习陋俗、新俗与旧俗兼收并蓄。特别是记录恶习陋俗这一做法，与

古人移风易俗的修志目的具有相承性。

文体特征方面，史志民俗志多侧重于百科全书式的资料罗列和客观记述，一般只能通过炼字

与巧妙编排材料来表明其褒贬立场，而不能对事件加以直接评论或阐释。《陕西省志·民俗志》对

此态度很明确：“志书文体的特点，要求撰写者采取记述文体，也就是说坚持‘述而不论’的文体。

但‘述而不论’并不是记述事物时可以无褒贬、无论断、无观点、无立场，而是要把寓褒贬、论断于记

述之中，寓观点、立场于材料之中，要用大量翔实的资料说明问题，而不要笔者直接评头论足。”⑤

（二）科学民俗志

科学民俗志，即所谓“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或“田野民俗志”，是运用田野作业进行民俗学

研究的成果形式，包括针对具体民俗事象的研究专著、调查报告和民俗学学位论文等。科学民俗

志是在“科学民族志”的理论影响下产生的，借用了人类学的“深描”和文化阐释方法，在过去三十

年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研究与写作范式。不过，这类民俗志与民族志实际上已经没有太

大的区别，所以有些学者直接把科学民俗志称为民族志。

科学民俗志的主要特征，一是书写对象只聚焦于一种（类）民俗事象，二是以长期的田野调查

为主要方法，三是带有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民俗学确立了面向当下与日

常生活的研究路径，要求研究者在田野点开展一定周期的深入调查，把自己的身体变为感知生活

的工具⑥，通过眼睛、耳朵和心灵去感受与意会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最后细致地描写和分析被研

究的事象，并作学理性阐释。同时，科学民俗志不满足于资料性的记录和描述，而是借助于现象学

的方法，希望“通过民俗”⑦探究日常生活的意义，进而解析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机制。例如张士

闪主编的“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系列著作，就以礼俗互动为切入口，基于扎实的田野作

业和民俗志写作，揭示国家礼仪制度、精英教化实践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交互关系。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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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套志书的提纲可详见陶立璠：《〈中国民俗大系〉序言》，《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６期；段宝林：《〈中华民俗大典〉编写提纲》，
《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民俗志》，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邓新华：《探寻民俗志书写的新范式———简评〈中国民俗志·湖北宜昌市卷〉》，湖北省宜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宜昌市
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留根报告：〈中国民俗志·湖北宜昌市卷〉编纂文集》，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６６－１６９页。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民俗志》，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编纂始末”第５１８页。

如彭牧：《模仿、身体与感觉：民间手艺的传承与实践》，《中国科技史杂志》第３２卷（增刊），２０１１年，第７５－８９页。

李向振：《“通过民俗”：从生活文化到行动意义的摆渡———兼论当代民俗学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该系列由齐鲁书社于２０１９年出版，包括张士闪《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赵世瑜、张士闪主编《礼俗互动：中国社会与文化
的整合》，朱振华《扮玩：鲁中三德范村的年节生活》，李海云《空间、边界与仪式传统：潍北的乡村生活》，张帅《个人叙事与地方记
忆：鲁中地区的颜文姜传说》以及张兴宇《梅花拳与乡村自治传统：冀南北杨庄考察》。



科学民俗志的谋篇布局因受学术规范的制约，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文本模式，在文风上容

易陷入结构刻板、中规中矩的学术八股文套路，在追求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同时也失去了文人个体

写作本应有的灵感、新意和诗学底色。不过最近一二十年来，学者们也在努力探索本土化和个性

化的民俗志写作方式。正如彭牧所言，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不是抽象的、学者如上帝般存在的参与

观察，而是特定文化语境中调查者与访谈人彼此面对、真切交流的具身性实践”。① 李向振在《活法

儿：京北城郊村的生计策略与日常生活》中就尝试使用地方民众生活中的口头用语为章节标题，正

文中穿插了有关作者观察与思考过程、表达自身感受的田野叙事，从而大大增强了文本的故事性

和可读性。② 同时，这种叙述策略也反映出，学者所写的文本和知识是他与民众双方共同塑造和建

构的结果。

还有一些学者在完成作为研究成果的民俗志之后，似乎意犹未尽，便利用自己田野研究的“边

角料”，撰写成学术随笔出版。例如安德明的《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③、岳永逸的

《举头三尺有神明：漫步乡野庙会》④等，用故事化的手法重述田野经历和地方民俗文化，论述深入

浅出，文笔活泼自然，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在这类学术随笔中，我们既可以品味出古代笔记类

民俗志的诗学韵味，又能感受到民俗学者固有的浪漫主义本色。它们的存在对于推动科学民俗志

的书写向着更具本土特色、更具人民性、灵动性和诗性的方向发展，无疑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传播民俗志

传播民俗志通常是出于宣传地方文化的目的而编撰的民俗志，作者既有地方文人和民俗文化

爱好者，也有受地方委托的专家学者。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内容不一定追求民俗事象的

全面性，而是选择记述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一部分事象。其次是体例结构自由，分门别类的纲目体

式不再是唯一选择。再次是在表达上可以使用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因此，一些民俗学者把它当作

新型民俗志写作的“试验品”，用来实践民俗志的理想范式。

在探索、传播民俗志书写范式方面，最为前卫的当属刘铁梁主编的《中国民俗文化志》⑤。这套

志书舍弃了按门类划分和填充资料的做法，借鉴了调查报告的文体，在内容取舍与布局行文方面

给予作者充分的自由。书中所记述的内容不再局限于传统民俗事象，也注重当地的民俗旅游产

业、社区中的各类趣缘组织与公益团体等；不但关注民俗精英和民间文化爱好者，还为“北漂族”和

工人、航天员等职业群体“立传”。在写法上，不再是单纯的民俗事象描述，而是突出当地人的个人

叙事，讲述一个个有名有姓的普通人在当代社会变革洪流中的劳作生存、文化创造与日常经验，读

来犹如新闻纪实或报告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当下性。

仲富兰的《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⑥具有文化史的视野，通过记述民俗生

活来解读上海的“海派”文化特质、刻画上海人的群体形象，还不时地对上海城市建设与文化发展

提出作者的个人见解。其语言通俗、简练和活泼，如同导游一般向读者科普上海的民俗文化，字里

行间处处跃动着他对故乡上海的一腔赤诚热爱之情。刘晓春在撰写《番禺民俗》时，也尝试把民俗

学的理念融入其中，“尽量避免表面化、碎片化的描述，而是以一种整体性视野观照民俗事象，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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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牧：《田野中的身体：作为身体实践的田野作业》，《民俗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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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２卷，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由北京出版社陆续出版９卷）。

仲富兰：《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对各种关系的理解能够尽量做到融会贯通”①。书中引用了不少对当地百姓的访谈资料。这部民

俗志用语错落有致，文字优雅动人，散发着电视纪录片解说词式的魅力。

民俗学者撰写的新型民俗志，大多建立在对于民俗志书写范式的自觉反思之上，同时也是对

历代文人书写民俗传统的一种回归。事实上，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民俗学学科形成之初，一批民

俗学的先行者已在尝试将文学笔法纳入到民俗志的写作中。像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虽以资

料罗列、文献与田野材料对比和互证为主，但融入了自己田野采风的经历与心得，在娓娓道来中夹

叙夹议，既有思索又有抒情，主观意识非常鲜明。② 容肇祖、庄严、孙伏园、俞宗杰等学者也在《妙峰

山进香专号》发表了生动的游记或学术性讨论。这些学者随俗体验进香祈福，既感受着民间风俗，

又被沿途的景致所打动，陶醉于妙峰山的春色之中，这使得他们能结合切身体会，从宗教信仰与游

观山水景致两个角度来类推和阐释香客的心理。③ 这些民俗志既带有史志的简练、严谨和资料性

特征，又不乏文人笔记善于状物抒情的特点。这种文风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和追寻。

四、结　语

民俗志既是民俗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是民俗学的成果形式和作品，更是民俗学者服务于国

家和社会的重要方式。学会写作民俗志是民俗学者必备的技能之一。根据其不同的文化功能，不

同类型的民俗志在写作上也形成了不同的体式和风格。我们在写作民俗志时应根据需要选择合

适的写法，而不能只追求一种标准。与此同时，不同类型民俗志也可以相互借鉴。史志类民俗志

的简约文风和史家风范值得科学民俗志和传播民俗志学习，同时史志民俗志和传播民俗志也可通

过田野调查提高其科学性和典型性。传统的笔记类民俗志和当代的传播民俗志在形式上的自由

活泼，则有助于我们改善科学民俗志的刻板文风，增强审美性和可读性。民俗学是一门服务于社

会和生活的学问，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文化自觉意识的提升，民俗志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如

何通过对地方民俗的书写，引起读者尤其是地方百姓的情感共鸣和认同，而不仅仅只是追随人类

学“科学民族志”的范式和仰赖现代学术体系的评价，是我们仍需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　李　浩］

７０１民俗志的历史发展与文体特征

①

②

③

刘晓春：《番禺民俗》，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前言”第１－２页。

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顾颉刚全集１５：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２９－３７９页。

顾颉刚编：《妙峰山》，《顾颉刚全集１５：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１７－４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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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ｅａｄ，ｈ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Ｉ　ｃａｌｌ“ｍｕｌｔ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Ｆｅｉ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ｃｈ　ａｔ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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